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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世界半个世纪之后,受到了主张贸易保护的李斯特的挑战。 因两

者所代表的学说皆能推动国家发展,故为世界不同国家争论和实践。 二者学说自传入近代中国以来,学界开

始探讨他们的关系,或论述二者存在的学术分歧,讨论对立性;或肯定二者的经济学地位,分析共同性;或者探

讨二者所代表的经济学发展模式及呈现的道路选择。 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论述,一方面是基于理论视角与学理

层面的探讨,另一方面立足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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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思

想家,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主要倡导自由贸易学

说。 李斯特(1789-1846),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主张保护贸易。 两者的学说在英国和德国的发展

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两者所代表的学说皆

有成功的经验,故而为世界不同国家所争论和实

践。 两者学说为中国所知则是 19 世纪中期之后。
因受外国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近

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

程中,斯密、李斯特的学说开始为近代学人所关

注,尤其是民国时期,学界并列探讨两者的学术分

歧、共同性、道路选择等。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目
前学界尚无研究成果予以探讨。 通过研究发现,
近代学者对亚当·斯密与李斯特关系的分析,一
方面是基于学理层面,出于译介和撰述经济学论

著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立足近代中国经济情形而

呈现的经济道路抉择的现实反馈,既具理论价值

亦具现实意义。

　 　 一、两者进入学界的视野

19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

中,“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

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

具” [1]。 近代经济学者“每谭世界经济竞争事,辙

为中国前途危,盖有志于输入学说以救时久

矣” [2]1。 严复即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

归功于计学” [3]43,“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

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 [4]7。
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谈到经济

学在欧洲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西士讲富国学,倡
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

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 彼族之富强,洵有

由哉!” [5]35-36 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谈到

经济学说与国家存亡的关系,认为“兹学左右世

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

焉” [6]5。 所以,自由主义、保护主义等西方经济学

说,在传教士、留学生、学者等传播主体的共同作

用下,进入近代学人视野并受到重视。
1856 年,英国传教士慕威廉和蒋剑人编译

《大英国志》,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 该书在介绍

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士人”时,提到“著书述国政

商贾贸易事者,曰亚丹·斯密”,为晚清中文读物

中最早出现斯密之名。 此后,《富国策》 《富国养

民策》《佐治刍言》等译作中片段介绍斯密学说。
1902 年,严复译著《原富》出版后,国人得以系统

获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7]。 同时,以保护

贸易出名的德国经济学者李斯特,其提出的后进

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崛起经验,亦引起近代中国

学界的注意。 中国留日学生在《译书汇编》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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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学》为名连载李斯特的学说。 学界开始分

别译介和评述两者学说,后来在撰述经济史著作

时,既谈及两者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影响等共

同性,又分析两者在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自由贸

易与保护贸易、生产力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

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界讨论了这两种不同的

经济学说以及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国家富强之道

路,以求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供学术与理

论上的指导。

　 　 二、分析二者存在的学术分歧

在理论出发点上,斯密选择了自由放任发展

经济理论,李斯特则主张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前提

实行保护主义,并提出对斯密学说的批评。 二者

的这种学术分歧,是近代中国学界阐述的重点。
1914 年,东方法学会编撰的《经济学要览》书

中论述了斯密和李斯特对物质交换的不同看法:
“斯密等以人类为先天的交换,因谓交换者甚于

人类之天性,交换者自古而存在”,而李斯特则表

示,“自昔人类以自己之制物势如自己身体之一

部分,割自己身体之一部分以与他人,为人类绝对

所不喜,其后欲望发达,始觉非交换无以充足之乃

徐徐有交换之事” [8]26。 这是学界较早注意到的

分歧之点。 之后,学界主要关注二者在国家经济

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生产力学说、
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

首先,二者关于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态度。
郭心崧提到,“从学说上首足反对斯密氏之自由

贸易论,为保护政策之有力辩护者,则为德国历史

学派经济学者李斯特氏”,李斯特以为斯密经济

学说“为世界经济学”,“只知有个人与世界,不知

有国家” [9]。 刘秉麟在《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
书中指出,李斯特批评斯密学说为“无限制之世

界主义,国家观念,既在所不顾”,“对于国家之经

济利益漠不关心” [10]68。 国家主义学派的领导人

李璜,尤为支持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认为“亚
丹斯密与其自由学派所以有超国界的假设,因为

他们以为人类自今以后便会集合成一个大团体,
而战争便要会不存在了”,此种观点实忽略了介

于个人与人类之间的国家,“这个历史造成功的

东西简直为自由学派所忘怀了!” [11]赵兰坪认为,
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为史密斯世界主义之反

动”,指出“李士特以为史密斯一派,但知个人与

世界,不知个人与世界之间,尚有国家”,斯密的

观察点“一从世界各国之经济状况,一从个人之

经济状况,而不及一国之经济也” [12]164。 区克宣

在其书中谈到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表现在“李
士特反对亚丹斯密以利己放任政策为基础的世界

主义,提倡各国以国民生活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努
力建设国民经济学。” [13]142 这些论述,目的在于

介绍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以区分斯密的

世界主义,唤起国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民

族意识。
其次,二者所持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对立。

蔡庆宪认为,李斯特学说的主要部分是关于国外

贸易,其明显的目的是推翻亚丹斯密和其他继起

者的自由贸易原理,“且含有指导国家如何能够

推翻英国商业的优势的愿望” [14]67。 李权时指出:
“斯密氏的自由主义之宰制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

几及一世纪之久,及至十九世纪中叶而反动逐

起”,其主要表现是“德人李斯特之倡保护关税论

或新重商论” [15]3。 黄曦峰对此持同样看法,认为

“在德国最初翻起反对亚丹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

的旗帜,而高唱保护主义经济思想的学者,第一即

是里士特” [16]397。
第三,二者在生产力学说上的差异。 区克宣

提到“亚丹斯密只研究交换价值,并且只研究物

质的财货的交换价值,以肉体的劳动为惟一的生

产动力,这种价值说必须由价值之基础的一种生

产力说来补充的” [17],这一补充理论即为李斯特

的学说。 朱通九、金天锡指出,“李氏除攻击斯密

司的世界主义外,又非难他极端的物质主义”,李
氏认为斯密“否认官吏、教员,牧师,音乐家及女

仆等是生产者,以为能增加交易价值的,才是生产

者” [18]218。 蔡庆宪对李斯特观点中“生产财富的

力,较财富本身不知重要得多少”这一看法表示

认同,赞扬“李氏解释生产力和非物质资本的学

说,实居最超越最成功的地位,他的学说可矫正斯

密只看重交易而不讨究生产力的偏见” [14]68-69。
周伯棣谈到“李斯德之生产力说,是由批评正统

学派领袖自由贸易论者斯密斯开始,认为斯密的

经济学有两大错误,第一是主张绝对的自由贸易,
第二是倾向极端的物质主义” [19]68,而且“斯密斯

对于精神的要素大不重视” [19]69,由此陷入物质主

义与个人主义。
第四,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 区克宣认为,李

斯特的研究方法“在经济科学中他的地位尤为重

要”,他“以严格的方式去从历史上观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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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抽象的和原子论的

见解” [20]。 谢俊认为,斯密采用“演绎与归纳两

法”,而李斯特“纯用归纳法” [20]。
学界对二者学说分歧的论述,在李斯特的

《国家经济学》中文译本出版后,学理分析更具丰

富性和多样性,但其基本以李斯特对斯密之批驳

为论点展开,体现出近代学人对李斯特文本内容

的刻意遵照。 此时期也有学者就李斯特对斯密的

批评提出质疑。 臧启芳认为“李士特对于斯密之

批评亦每有不当之处。 关于国家与战争诸端斯密

固未如李士特所言而绝对不问也” [21]433。 陈国光

也对李氏给予斯密的批评提出异议,说“彼以为

斯密对于国家与争端漠不关心,实则斯密并非如

李氏所言之甚,而绝对不问。 即对于一定之关税

与事业奖金,亦不如他人之想象,纯采自由主义,
坚决反对” [22]。 此种对文本内容之质疑,其分析

亦具可参考性。

　 　 三、肯定二者的学术地位

埃里克·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书中指出:
“李斯特学说的性质并不是完全不同于英国古典

主义的。 诚然,在着重点上是有许多差别的,……
不过要是适当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差别,李斯特的

社会和政治意义也颇与他们相似。” [23]226 日本经

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

密” [24]86。 可见,斯密与李斯特之学说具有相似之

处。 近代中国学者亦从这两方面讨论二者的关

系。
1906 年,重远在《外国贸易论》一文中提到:

“亚当·斯密立自由贸易派世称旧经济学派之鼻

祖,李斯德创保护贸易派为历史经济学派之先驱。
二氏者真经济学史上二大人杰哉。” [25]民国时期,
不少著作将二者视为经济学各派之“鼻祖” “先
驱”“领袖”,以体现二者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

的重要地位。 刘秉麟将经济学成立后之经济学分

为正宗派、历史学派、社会主义派,认为其中斯密

是“经济学的始祖”,李斯特为 “历史学派的首

领” [26]43,同时指出斯密和李斯特学说,均为“当
时经济学界最占势力者”,两者的著作“皆有声于

时” [10]3。 周伯棣讲到经济学派中的正统派或古

典派,“以亚丹斯密为斯派之首领”,“国家主义派

以李士特为首领” [19]26,两人“各有巨著,各有系

统的学说,对于今日以及未来之经济学均给予以

莫大的贡献” [19]8。 林光澂称“现在最占势力的”

的经济学派是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
“各有各的开山鼻祖”,其中斯密是个人主义的代

表,李斯特是国家主义的代表[27]。 杨定宇认为,
斯密和李斯特的学说虽然“各有醇疵,但在经济

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28]1 学界对二者学

术地位及其贡献的肯定,彰示出二者的影响力。

　 　 四、对二者学术共同处的阐述

有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证二者之共通点。 刘秉

麟指出,斯密与李斯特的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

基础上完成的,均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 “李士

特之国家主义与保护学说,亦非李士特一人之所

创造者也,其所承接于前人者,亦由个人主义之并

非创自亚丹斯密一人也。” [10]30 “以卢梭之霹雳一

声,全欧登时响动……十八世纪之经济思潮,完全

受此说之支配,为之放大光明者也,证之亚丹斯密

如此,回而证之李士特亦何莫不然。” [10]31 刘秉麟

还表示,二者对于国家统一是经济发达的先决条

件这一看法均表示认同,“国内统一,实为经济事

业发达之先决条件,李士特夙持此说”,斯密“亦
与李士特有同一之论调” [10]4。

李权时在《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一书中提

到斯密与李斯特学说的共同之处。 其一,李斯特

坚持保护贸易政策的首要原因,即“为欲巩固国

防起见,不得不采行保护关税”,“此曾就是斯密

亚丹也承认的,因为他在原富论里是主张保护造

船业的” [29]59。 至于实行保护政策的又一原因,李
斯特“为欲图报复起见,不得不采行保护关税”,
“此曾斯密亚丹在原富论里亦认为正当的,因为

外国课国货以高税率,本国自亦可课该国货以高

税率以示报复也” [29]61-62。 其二,李斯特认为“国
际生产力之合作,常为战争、政治策略,商业恐慌

等事所破坏,故为一至不完全之合作。 虽国际生

产力之合作,亦有重大之意义,因其能联合世界各

国而为一也;然自文明先进之各单独国家言之,实
无如何之重要”。 而斯密“于此亦承认之,曾谓一

国内市场之重要远超于其外国市场” [29]92。 其三,
两者在贸易最终目标方面的一致性。 “李斯特的

最后目标也是与自由贸易论者的最后目标一样

的,就是世界和平与大同。” [29]68

马寅初将西方经济思想分为以斯密为代表的

“自由贸易论派”或“古典学派”和以李斯特为代

表的“保护贸易论或国家主义派”,认为斯密与李

斯特有四处共同之处。 其一,斯密注重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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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个人主义,“李斯特虽主张保护贸易,着重国

家经济,但仍不废私人企业之意”;其二,斯密认

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绝然分开”,李斯特

“亦有此意,但以为政府对于经济制度,可以稍加

干涉” [30];其三,两者皆讲求扩大财富之总额;其
四,斯密主张自由贸易,而李斯特亦承认自由贸易

之理论上的正确。 基于以上四点,马寅初认为斯

密和李斯特是“所谓殊途同归者”,两人“同是主

张个人企业,同是承认自由贸易为经济上最高原

则,顾斯密氏所着眼者,为世界之财富,而李氏所

着眼者,为国家之财富。 结果则均以繁荣世界,谋
全人类之利益为目的。 故其所取之途径不同,而
目的则一” [30]。

学界对二者共同点的分析,是近代学人基于

经济学理论上的独立思考,其中亦体现出对国内

现实的考虑。 近代学人认为二者重要之共同点首

先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二者的出发点都以国家利

益为导向,这在学者的论述中均有提及;其次为二

者对国家幼稚时期实行保护主义的认可,最后之

落脚点即是迈向自由主义的目标,其实质都是强

调建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民族意识,进而

再谈论适合本国的具体经济政策。

　 　 五、选择“斯密道路”还是“李斯特道路”

斯密与李斯特对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看

法,是近代中国学界争论的话题。 其背后是“斯
密道路”抑或“李斯特道路”的对比抉择,是“英国

式经验”或者“德国式经验”的参考借鉴。
清末民初,不少学者已开始对比斯密学说与

李斯特学说,权衡中国经济发展之道。 1901 年,
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理财学》按语中谈到“泰西

讲商学者”,分为斯密为代表的“主自由贸易之

说”和李斯特为代表的“主保护贸易之说”两派,
而“我中国出口税重,而进口税轻,损己利人,已
不可为训,况进口之货,又漫无稽查,鸦片之入,即
由于此。”所以,李斯特的“力倡保护贸易之说者,
以德国当时之情形,与我国相仿佛也” [31]。 可见,
留日学生是主张中国实行保护贸易的。 1911 年,
京师法政学堂笔记中对二者学说进行了对比,指
出“两种主义,各有短长”,“中国各种产业,现在

俱极幼稚,论理宜用保护政策,以防外人之竞争,
无如进口税率,因为条约所限,不能自由加减,虽
欲施其保护而无由,殊可慨矣” [32]104-105。 陈家瓒

认为,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固吾国所急宜效

法者”,他坦言:“今日而言外国贸易,则自由贸易

政策,既据优胜劣败之公理,为列国所不取,其不

宜于我国,亦何待言。 然即在保护贸易之中,其当

专采商工业保护政策乎? 抑径采农工商保护政策

乎? 此不可不一研究者也” [33]25。 这些主张与严

复等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形成“对仗”之势,然在清

末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潮流中,并未引起多大重视。
20 世纪 20、30 年代,随着李斯特保护贸易学

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界关于中国实行自由贸

易还是保护贸易的争论亦随之扩大。 刘秉麟将亚

当·斯密、李斯特的学说介绍给国人,其目的在于

“能省察今日世界之情形,与吾国特殊之地位,与
何种学说之可以采用” [10]3。 针对国人对李斯特

学说关注不够的状况,刘秉麟表示“二者之学说,
终不以反对与欢迎之不同,而其效力有异” [10]6。
其所著《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一书则是提醒

时人关注李斯特的经济理论。 唐庆增虽然奉行个

人主义经济学说,但也认为个人主义“偏重于抽

象的交换理论,于一国工商业发展之程序,政治上

之计划,人民之幸福,悉置不顾,此为最大诟病

处”,而“实以国家主义与吾国最切也” [34]。 姚嘉

椿对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

策做了对比,认为中国不宜于自由贸易,当行保护

政策,但他指出,保护政策之范围“不可不失之太

广,或失之太狭,保护之程度,不可失之过高,或失

之过低,庶几本国产业,因保护而发达,因奖励而

振兴,不仅中国幸甚,抑世界幸甚矣” [35]。 马寅初

表示,中国“根本谈不到自由贸易”,斯密学说“实
可置诸不论”,因当时中国为“外货倾销之场所,
高筑关税壁垒,犹不足以抵制于万一,若再主张自

由贸易,是自愿为外货之尾闾。 而国内气息奄奄、
脆弱不堪之工业,更将因此而促其夭亡”,“故在

中国之不能言自由贸易,实无人敢置异议” [36]569。
马寅初赞同李斯特式道路,提出中国应该实行保

护政策,“以卵翼本国方在萌芽之工业,以图挣脱

帝国主义者之经济锁链” [36]570。 任树邨将斯密、
李斯特理论与中国经济状况结合起来,认为斯密

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历史上之陈物,不适于今日

之中国”,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或较适合

于今日之中国” [37]。 可见,当时大多数学者是支

持“李斯特道路”的。
当然,其中不乏反对与质疑之声音,有学者虽

赞成保护贸易政策,但是他们结合中国实际经济

情形,认为中国应该先清除实行贸易政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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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谈自由与保护。 李璜在 1925 年撰文介绍国

家主义经济学时,阐述了斯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

学术分歧,在文章结尾谈到:“我们中国不是李斯

特所谓的地处温带,人口众多,文化已发达,工业

已萌芽的国家吗? 我们如何不应该实行保护政

策? 我们之所以未能,实因我们的税关在外国人

的手里。 这样看来,我们不收回关税,而实行保护

政策藉以提倡发展新生工业,我们实无自救的第

二个办法。” [11]周伦超认为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

与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而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政策,有行之而奏效

者,亦有行之而失败者,今若欲凭个人片面之观

察,以判定其是非,良非贸易事。”就中国的经济

情形,“外货流入,无法制止;利权外溢,无术挽

回,使此项修约之束缚不能解除,则国内工业将永

被压抑而不能发展矣。 经济侵略,令人寒心!”他
希望“有志青年努力奢起,达到解除不平等修约

之目的,庶可以言吾国对外贸易之政策也” [38]。
李如棣撰写的《吾国关税自主后采自由贸易乎?
抑采保护政策乎?》一文提到:“自由贸易者,正统

对派经济学之祖亚当斯密之所倡也;保护政策,则
为历史学派经济学之创造者李士特所持之说

也” [39],在中国实行保护政策,“不庸稍缓,已无

疑义矣”,但是中国关税未能自主,必须“立即宣

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实行自主,则保护政策

终无实现之时,一即国家永无出头之日!” [39]

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对于斯密与李斯特的学说

应该兼收并蓄。 丘咸指出:“虽然多数论者好像

都跟李士特的学说,以为中国工商业十分幼稚,想
助他发展,而不受外国货物的压迫而失其存在,非
实现保护关税的政策不可! 但我以为未必然!”
他以为“我们要分别轻重,而主张同时为自由及

保护了” [40]。 文公直认为,“吾华外受列强之经

济侵掠,内而变乱相寻,民生凋敝已极。 所谓个人

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经济等等主张,皆可兼收并

蓄而考较之;融会觉通,取长弃短” [41]1。 鲁深认

为,英国奉行斯密的自由贸易政策成为世界强国,
德国信仰李斯特的经济学说迅速崛起,“呜呼!
我国经济状况,陷于此境? 是亚当士虽所主张者,
适用欤? 抑李士特所主张者,适用欤?” 在他看

来,“我国经济状况,既然如前云之现象,是较英

德两国从前之经济状况,尤为恐慌;故当兼取斯二

者之长,以补救之” [42]。
自 1940 年代后,由于抗战之因素,学界亦处

于动荡之中,学术研究实属不易。 尽管如此,学界

关于二者经济模式的讨论,实际上是回归到中国

经济发展的实际中考量,试图将学术层面的理论

应用到实际,以解决现实层面的困境。 但是,学界

的努力,没有政治力量的扶持,再加上中国社会性

质的种种不成熟因素,此种讨论,最终亦在热闹过

后趋于平静。

　 　 六、结语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

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43]663-664 近代学界

关于斯密与李斯特的讨论,既有学术层面的争鸣,
亦有基于现实的权衡考量,是对近代以来国家经

济诉求的策应,其中夹杂着时代性的多重互动与

阐释个体的复杂性回馈。 近代以来的经济处境,
“召唤”着多数学者为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而不断求索,西学东渐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

涵,学界对二者学术关系的论述亦是如此,基源于

国家经济困境,引入西方经济学说试图弥补国家

存在的“漏洞”,同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别

具风采。
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国家再次将中国作

为商品倾销的市场,国内之工商业再度面临“崩
溃”之境,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的民族主

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而在列强国家内部,为修复

伤痕累累的经济,已然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贸易。
“英国长期以来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直到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在内的贸

易保护主义主张均未付诸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迫于战争费用的压力,英国于 1915 年开始对

某些奢侈进口货物征收 33． 33% 的关税,标志着

英国开始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 [44]316英国

等一些奉行斯密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的动摇,无
不引起对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的思考。 又 1929
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

济政策备受质疑,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实行保

护贸易政策,自由还是保护的“交锋之战”弥漫整

个学术界,近代学人亦是如此,对斯密与李斯特关

系的讨论被推至学术前沿,呈现出时代性的特点。
其次,学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二者学说的

在华传播程度。 斯密的著作早在 1902 年就已全

貌展示予国人,而李斯特的书籍迟至 1927 年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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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界讨论既具分散

性又兼集中性的特点,亦蕴含了派别学术交锋的

意味。 德国学术与英美学术在华的“邂逅”,对于

留学英美的学者和留德学人,因其信仰不同,亦加

剧了学术层面的争辩与论战。
“西学的接受,是中国人根据时局的变化和

社会的需要所作的一种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传
播和吸收西学,包括翻译西方书籍在内,从一开始

目的就很明确。 这就是为了救国,为了中国的独

立、民主和富强……一个民族、国家对外来文化的

吸收,总是从本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有所

分析和选择的。” [45]146-149 学界关于二者学术关系

的探讨,其最终落脚点依旧是中国经济道路的发

展问题,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为了救亡图

存,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适合中国的是斯

密的自由放任学说,还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
学人大多选择站在李斯特这边。 然而,在实际执

行中,由于特殊的国情,关税不能自主,国家政权

不稳定等因素,理论层面的讨论最终只能化为一

代学人的合理幻想。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学以及

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必须要在对西方不同经济

学说的引进与交锋中,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以及

在相关政治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得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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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Reality: Scholars’ Discussion on
Adam Smith and List in Modern China

ZHANG Dengde, LIU Q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Smith’s economic thought of liberalism had prevailed in the world for half a century, then it
was challenged by List, who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 Because both theories can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
ment, they are debated and practic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ince their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to modern China, scholars had begun to discuss their relationship, that is, academic differences (opposition),
and status of economics (commonality) . They had also started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re-
presented by both of them and China’s road choice. Scholar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bot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level, and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Adam Smith; List; liberalism; trade protectio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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